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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环境治理、 异质 ＦＤＩ 溢出与
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的检验

赖永剑， 贺祥民

（南昌工程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９９）

摘要： 本文利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五批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的企

业名单， 在测度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 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

法， 考察了清洁生产与异质性 ＦＤＩ 溢出的协同效应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

的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清洁生产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整体上表现

出微弱的正向作用， 清洁生产与合资企业水平溢出的协同效应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

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 但与外商独资企业水平溢出无显著的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对

中污染密集度行业、 低融资约束的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有更突出的影响作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合资企业的人才流动效应和前向、 后向溢出均与清洁生产有显著

的协同作用， 但外商独资企业仅后向溢出与清洁生产有显著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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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随着绿色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绿色产品愈来愈受到国内外

市场的广泛欢迎。 国际上， 欧美国家在绿色产品消费上有较悠久的传统， 同时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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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视绿色制造技术， 对绿色制造技术的开发早已成为欧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关注

的热点。 因此， 在绿色产品、 绿色技术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 提高企业的出口绿色

技术复杂度对于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 环境规制对企

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有何种影响呢？ 大量的研究表明 ＦＤＩ 可能通过溢出效应影响

东道国企业环境绩效 （Ｄｏｎｇ 等， ２０１９； Ｚｈｕ 等， ２０１６）、 出口竞争力及生产率 （Ｊａ⁃
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因此其有可能进而影响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 而且实施前端环

境治理的企业可能在创新能力、 人力资本等方面与其他企业相比更突出 （张彩云

等， ２０１７）， 更有利于 ＦＤＩ 溢出的吸收， 从而导致二者之间形成协同效应。 另外，
由于 ＦＤＩ 中， 合资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不同， 产生的溢出效应存

在一定的差异性， 其与环境规制产生的协同作用可能是异质的， 对本土企业出口绿

色技术复杂度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 第一， 目前， 国内外研究环境规制影响效应的文献主要

关注的是末端环境规制手段， 较少考察前端环境治理工具。 国内研究清洁生产的

实证文献， 如张彩云等 （２０１７）、 张慧玲和盛丹 （２０１９） 等， 并未将真正实施了

清洁生产的企业甄选出来， 这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一定的偏误。 本文数据上

选用比较独特的生态环境部公布的五批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的企业

名单， 并将其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匹配， 数据更加细致， 提升了估

计结果的可靠性。 方法上， 本文视实施清洁生产为自然实验， 使用基于倾向匹配

得分的倍差法 （ＰＳＭ—ＤＩＤ） 进行估计， 从而较好地克服了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

题。 第二， 现有测度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文献， 较少将环境因素考虑进去， 本文

将企业绿色指数加入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衡量中， 从而构建了企业出口绿色技术

复杂度指标。 并且， 以这一变量作为因变量可以较好地将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和环境溢

出效应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 第三， 本文着重考察了清洁生产与 ＦＤＩ 溢出的协同效

应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作用。 由于合资企业与外商独资企业在溢

出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性， 因此考虑了合资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各自的水平溢出及

其与清洁生产的协同效应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影响作用的不同之处。 本

文进一步将 ＦＤＩ 水平溢出分解出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 以更深入探析 ＦＤＩ 水平

溢出的影响。 第四， 在理论分析中， 本文提出清洁生产对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一

条新影响渠道， 即产品间的资源优化配置效应， 这一机制在企业内部主要发生在不

同产品之间。 本文认为， 在清洁生产监管的压力下， 资源向更清洁的产品配置， 从

而提升企业的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 本文发现， 虽然清洁生产对企业出口绿色技术

复杂度的直接促进作用较小， 但是清洁生产可以通过增强合资企业溢出的正向效

应， 并弱化外商独资企业溢出的负向效应这一间接渠道提升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

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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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假设

（一） 清洁生产对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清洁生产审核是典型的前端环境治理手段， 其本质在于对企业的产品及其生产

过程、 产品及服务采取前端的预防策略来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为了解决因工业快速

增长而来的环境问题， 各级政府对各行业的污染密集型企业进行监管， 降低环境污

染。 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间， 中国的省级政府每年都会公布一份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

名单， 作为每年强制清洁生产审核的候选企业。 候选企业的选择是基于他们过去的

环境表现或他们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投入。 名单上的每一家企业都有义务披露其污

染物排放， 并通过当地环境机构的评估和验收检查， 环保部门还定期对进入名单的

企业进行检查。 因此， 进入清洁生产名单的企业同时面临着公众监督和来自环保部

门的监管压力。 在这种压力下， 清洁生产对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将带来三种影

响效应。
第一种为成本遵从效应。 环境规制提高了国内生产商的成本， 带来了外部成本

的内部化， 使他们更难在国外市场与没有受到类似政策规制的企业竞争。 企业因此

可能缩减生产规模， 也可能将原本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用于污染治理， 这将恶化企

业出口竞争力， 减少企业出口规模 （Ｈａｒｒｉｓ 等， ２００２）。 Ｈｅｒｉｎｇ 和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１４）、
安海彦和姚慧琴 （２０２０） 以中国的两控区政策为例， 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

出口的影响。 他们发现， 政策实施后，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下降幅度更大。 Ｇａｏ
等 （２０１９） 评估了环境税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认为环境规制降低了中国的出

口。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２０） 发现严厉的环境规制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和总值，
认为影响渠道主要是通过影响出口市场的进入退出， 价格转移、 出口目的地的调整

和产品的转换。
第二种为创新补偿效应。 Ｐｏｒｔｅｒ 假说认为， 环境法规的实施增加了生产成本，

迫使企业改进生产过程， 刺激自主创新， 探索更清洁的生产过程， 以提高产品竞争

力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１）。 Ｃｏｓｔａｎｔｉｎｉ 和 Ｃｒｅｓｐｉ （２００８） 使用引力模型研究发现， 环境监

管与国家创新体系相辅相成， 严格的环境规制是能源技术企业出口绩效的关键驱动

因素。 康志勇等 （２０１８） 分析了碳减排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发现

碳减排政策对企业出口具有成本增加和创新促进作用， 适度的碳减排政策所带来的

创新促进作用超过了增加的生产成本。
第三种效应是产品间资源优化配置效应。 在清洁生产监管的压力下， 企业内部

资源将在不同产品之间发生重新配置， 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品产量可能会被压

缩， 甚至退出市场， 而另外一些技术复杂度更高的产品， 或者更符合绿色消费的产

品进入市场。 同时， 在位企业之间， 受清洁生产的压力影响， 资源向符合清洁生产

标准产品重新配置， 从而提升企业绿色生产率和出口竞争力， 进而提高企业出口绿

色技术复杂度。 Ｂａｒｒｏｗｓ 和 Ｏｌｌｉｖｉｅｒ （２０１６） 通过发展出基于异质性企业的多要素多

产品模型， 发现规制带来的市场竞争将使得生产要素向清洁企业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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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对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总体影响， 最终表现为这三种效应相互

作用的结果。 基以此， 本文提出两个互斥的假设：
假设 １　 清洁生产对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整体上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假设 ２　 清洁生产对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整体上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

（二） 异质性的 ＦＤＩ 溢出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外资企业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 是促进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

因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２００４）。 同时， 源自跨国公司更先进的环境实践知识溢出可以改善东

道国企业的环境绩效， 即产生环境溢出效应。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８） 根据外资企业 “污染

光环效应” 理论， 认为跨国公司所带来的先进知识或技术和环保措施， 会鼓励本

地企业采用绿色技术， 从而改善东道国的环境质量。 Ｄｏｎｇ 等 （２０１９） 发现外商直

接投资产生的节能技术的溢出效应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 导致环

境溢出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制造业供应链的绿色化， Ｚｈｕ 等 （２０１６） 研究了绿色供应

链管理实践， 认为来自外资企业同行的高超技能和知识使得东道国企业受益匪浅。
由于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将环境管理政策和实践纳入其核心战略， 他们将更频繁地

通过示范效应、 竞争效应和劳动力流动等渠道产生环境绩效的水平溢出和垂直溢

出。 因此， 外资企业可以通过技术溢出和环境溢出， 影响与其相联系的东道国企业

的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
但是， 由于外商独资企业、 合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联系存在差异性， 他们可

能在溢出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首先， 与外商独资企业相比， 由于与东道国企业更为

紧密的合作关系， 合资企业可能更愿意为东道国企业带来更多知识 （Ｖａｎ Ｒｅｅｎｅｎ
和 Ｙｕｅｈ， ２０１２）， 如绿色制造技术等。 其次， 合资企业可能会比外商独资企业更有

效地将技术和环境实践知识传播给东道国企业。 例如， 合资企业的共同所有权有助

于其向国内企业揭示外国投资者的专有技术； 合资企业的本地合伙人可以将从外国

投资者那里获得的知识用于其他不涉及外国股东的业务； 当本地合伙人负责雇佣劳

动力时， 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或动机来限制知识的泄露或员工的流动， 这有助

于知识扩散到东道国企业； 合资企业更有可能将投入生产外包给本地供应商， 从而

帮助将更多的知识转移给本地供应商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和 Ｓｐａｔａｒｅａｎｕ， ２００８）。 总之， 合资

企业在净溢出效应方面与外商独资企业不同， 合资企业可能产生了更积极的溢出效

应， 从而发挥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更强的正向作用。 而外商独资企业由

于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在与同行业的本土企业竞争市场、 竞争优质生产要素过程

中， 有更强的优势， 从而可能对本土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 由于外商独资企业

的独立性， 其在包括绿色知识在内的知识溢出中要远比合资企业更为保守； 为了维

持其竞争优势， 这些外商独资企业甚至运用知识产权、 不正当竞争等手段打压本土

竞争对手企业。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３：
假设 ３　 从水平溢出来看， 合资企业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

著的正向溢出作用， 但外商独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著

的负向溢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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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洁生产与异质性 ＦＤＩ 溢出的协同效应

清洁生产与 ＦＤＩ 溢出与可能存在协同效应。 首先， 实施清洁生产的企业迫于外

部压力， 一般倾向于与清洁型的 ＦＤＩ 合作， 比如购买更清洁的外资企业产品作为中

间投入品， 学习跨国公司更清洁的技术和环境管理实践知识等。 同时， 外资企业较

高的环境标准可能导致其更可能从符合环境规制的供应商处 （如实施清洁生产的

企业） 购买中间投入品。 外国企业的这些商业做法将鼓励其本土合作伙伴通过交

易关系改善其环境效率， 提升清洁生产的环境绩效。 因此， 试图以东道国作为污染

避风港的外资企业难以对本土清洁生产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其次， 更为重要的是，
实施清洁生产的企业在清洁生产相关的研发投入、 机器设备更新、 人才引进和培养

上更具有优势， 并且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可能更小， 因此， 可以更好地吸收 ＦＤＩ
的环境溢出 （Ａｌｂｏｒｎｏｚ 等， ２００９； Ａｌｂｏｒｎｏｚ 等， ２０１４） 和技术溢出效应。 再次， 适

度的外资企业技术溢出和环境溢出有利于加强清洁生产的创新补偿效应， 同时提升

产品间资源优化配置效应， 并弱化其成本遵从效应， 进而影响本土企业生产率和环

境绩效。 Ｆ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９） 发现， 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与 ＦＤＩ 存在协同效应， 对

中国城市创新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合资企业积极的水平溢出效应可以更好

增强清洁生产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产品间资源优化配置效应， 降低其成本遵从效应；
而外商独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突出的负向溢出作用将放大清洁生产的成本遵从效应。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４：

假设 ４　 合资企业水平溢出与清洁生产产生显著的协同作用， 进而促进企业出

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提升， 但外商独资企业水平溢出与清洁生产产生的协同效应较

小， 甚至可能不显著。

二、 变量、 模型与数据

（一） 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测度

本文在 Ｌｉ 和 Ｌｕ （２０１８）、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７） 方法的基础上测度企业出口绿

色技术复杂度。 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７） 提出的复杂度指数思路， 引入绿色系

数， 构建企业层面的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指数：
ＥＧＳｉ ＝ ＲＣＡｉ × ＧＣ ｉ × ＴＦＰ ｉ （１）

式 （１） 中， ＥＧＳｉ为企业 ｉ 的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 ＲＣＡｉ为企业 ｉ 出口的比较

优势指数， ＧＣ ｉ为企业 ｉ 的绿色指数， ＴＦＰ ｉ是企业 ｉ 的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全要素

生产率理论， 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用于衡量企业的技术水平， 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代理企业的技术复杂度。 为了剔除不同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影响， 本文使用各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其所在二位数行业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比值衡量， 即

ＴＦＰ ｉ ／ ＴＦＰ
－

ｉｊ 。 另外， 使用绿色系数代理企业绿色能力， 使用相对比较优势指数代

理企业出口能力。 式 （１） 说明企业出口的绿色技术复杂度水平是该企业所有出口

产品的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加权平均值。 相对比较优势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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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ＣＡｉ ＝
Ｘ ｉｊｐ ／∑ ｊｐ

Ｘ ｉｊｐ

Ｘ ｊ ／∑ ｐ
Ｘ ｊｐ

（２）

式 （２） 中， Ｘ ｉｊｐ ／∑ ｊｐ
Ｘ ｉｊｐ 为企业 ｉ 在 ｐ 省区 ｊ 产业的出口份额， 而 Ｘ ｊ ／∑ ｐ

Ｘ ｊｐ 是

产业 ｊ 在所有省区出口份额。 ＲＣＡ 反映了企业 ｉ 出口与其他企业相比较的重要性，
采用相对比较优势作为权重可以更好地确定企业的出口能力。

最为关键的企业绿色指数 （ＧＣ ｉ ） 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 参考 Ｌｉ 和 Ｌｕ
（２０１８） 的方法， 采用企业 ｉ 所属的四位数行业 ｊ 的绿色指数代理， 计算公式如下：

ＧＣ ｉ ＝ ＧＣ ｊ ＝ ［∏
４

ｍ ＝ １
ＰＰ
－

( ｉｊｍ ／ ＰＥ
－

ｉｊｍ） ］ １ ／ ４ （３）

式 （３） 中， ＰＰ
－

ｉｊｍ 和 ＰＥ
－

ｉｊｍ 分别是企业 ｉ 所属的四位数行业 ｊ 标准化后污染物 ｍ
的污染物产生系数和排放系数。 根据普遍做法， 选用四种典型的污染物作为代表进

行统计计算， 主要有工业废水、 ＣＯＤ、 ＳＯ２和工业废气。 为了减少不同维度和单位

数据计算中带来的偏误， 本文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本文采用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 等 （２０１５） 方法进行计算。 该

方法以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 方法为基础， 但在共线性问题的处理上比 ＬＰ 方

法更为科学。

（二） 实证模型构建

为了消除变量之间内生性问题， 本文将利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进行研

究。 Ｓｍｉｔｈ 和 Ｔｏｄｄ （ ２００５） 认为基于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的倍差法 （ＤＩＤ） 有

利于改善估计质量。 另外， 由于企业实施清洁生产不是统一的， 其被处理的时间存

在先后差异， 是逐渐进行的， 所以这是典型的渐进性的自然实验。 于是， 根据遵循

Ａｎｇｒｉｓｔ 和 Ｐｉｓｃｈｋｅ （ ２０１４） 等关于渐进性双重差分的经典做法和倍差法的基本设

定， 构建如下估计模型：
ｌｎ ＥＧＳｉｊｒｔ ＝ β０ ＋ β１ ＣＰ ｉ × Ｐｏｓｔｔ ＋ γＺ ＋ αｉ ＋ ξｔ ＋ η ｊ ＋ δｒ ＋ εｉｊｒｔ （４）

在式 （４） 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虑 ＦＤＩ 溢出的影响， 即加入倍差法关键变量

（ＣＰ ｉ×Ｐｏｓｔｔ） 与 ＦＤＩ 溢出 （ＦＳ） 的交互项， 得到：
ｌｎ ＥＧＳｉｊｒｔ ＝ β０ ＋ β１ ＣＰ ｉ × Ｐｏｓｔｔ ＋ β２ ＦＳ ｊｔ ＋ β３ ＣＰ ｉ × Ｐｏｓｔｔ × ＦＳ ｊｔ ＋

γＺ ＋ αｉ ＋ ξｔ ＋ η ｊ ＋ δｒ ＋ εｉｊｒｔ （５）
式 （４） 和式 （５） 中， ＥＧＳ 为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 在模型中取对数， 其中，

ＣＰ 为实验组指示变量， 企业属于实验组则为 “１”， 属于控制组则为 “０”。 实验组

为实施清洁生产的本土出口企业， 使用的对照组在研究期内一直是非清洁生产的本

土出口企业， 避免因企业状态变化带来的样本选择性偏误。 Ｐｏｓｔ 为年份虚拟变量，
企业实施清洁生产以后 Ｐｏｓｔ 为 “１”， 实施清洁生产之前为 “０”。 ＦＳ 是外资企业溢

出， 三重交互项 ＣＰ ｉ×Ｐｏｓｔｔ×ＦＳ ｊｔ表示 ＦＤＩ 溢出与清洁生产的协同效应， Ｚ 为控制变

量。 α、 ξ、 η 和 δ 分别为企业、 年份、 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误差。
ＦＤＩ 溢出 （ＦＳ） 按照外资进入方式来分， 可以分为合资企业溢出和外商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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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溢出， 参照 Ｊｕｄｅ （２０１６） 等的方法， 构建两位数行业内 ＦＤＩ 水平溢出指标， 用

行业内以各企业销售额加权的平均外资股本份额衡量。 该指标反映了 ＦＤＩ 对同行业

的企业产生的溢出作用， 这一指标可以同时反映 ＦＤＩ 对同行业的技术溢出和环境溢

出， 于是有：

ＨＦＳＪ Ｖ ｊｔ ＝ ∑
ｎｊ

ｉ
ＪＶ ｊｔ × Ｓａｌｅｉｔ ／∑

Ｎｊ

ｉ
Ｓａｌｅｉｔ （６）

ＨＦＳ ＷＦＯ ｊｔ ＝ ∑
ｎｊ

ｉ
ＷＦＯ ｊｔ × Ｓａｌｅｉｔ ／∑

Ｎｊ

ｉ
Ｓａｌｅｉｔ （７）

式 （６） 和式 （７） 中， ＨＦＳＪＶ ｊｔ和 ＨＦＳＷＦＯ ｊｔ分别为两位数行业 ｊ 在 ｔ 年的合资

企业水平溢出和外商独资企业水平溢出， Ｓａｌｅｉｔ为企业 ｉ 的销售额， ＪＶｉｔ为合资企业 ｉ
的外资份额， ＷＦＯｉｔ则为外商独资企业 ｉ 的外资份额， ｎ ｊ为 ｊ 产业相应类别外资企业

的数量， Ｎ ｊ则是 ｊ 产业中企业的总量。

（三）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 控制如下几个变量： （１） 企业人力资本水平 （ ｌｎＷａｇ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 和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 认为如果一个企业有更高的劳动力质量， 一般能够生产

出质量更高的产品， 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 员工的平均工资也可能更高。 他们使用

员工的平均工资和白领工人占总工人数的比例来作为企业劳动力质量的代理变量。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 可以用企业年人均收入代理， 即用工资加福利费的对数

衡量， 本文也采用这一方法。 （２） 企业规模 （ ｌｎＳｉｚｅ）， 采用企业年平均就业人数

对数值衡量。 （３） 企业经营年限 （ ｌｎＡｇｅ）， 用当年年份与企业开业年份之差加一

衡量， 并取对数。 （４） 企业流动比率 （ｌｎＣｒｕＲ）， 用企业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

率对数测度。

（四） 数据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 实施清洁

生产审计项目的企业名单来自生态环境部。 生态环境部公布了五批实施清洁生产审

核并通过评估验收的企业名单， 该名单记录了这些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 “名
单公布时间” 或 “提交报告时间”， 进入这一名单意味着企业成为清洁生产企业。
研究期间共有 １７ ８６２ 家重点企业参与这一项目 （西藏无企业参与这一项目）， 这些

企业大多数为工业生产企业， 利用企业名称及其企业代码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

进行匹配， 并将外资企业排除在外， 并将出口值为负或者为零的企业删除， 且剔除

一些工业企业数据存在问题的企业， 共匹配成功 ７ ４１６ 家本土出口企业。 企业开始

实施清洁生产的时间， 本文根据名单中的两个时间点来确定， 如果企业的 “名单

公布时间” 是明确的， 则以此为实施清洁生产的时间点； 如果 “名单公布时间”
是缺失的或者为 “自愿”， 那则以 “提交报告的时间” 作为实施清洁生产的时间

点。 绿色系数计算数据来自生态环境部编制的工业污染物产生和排放系数手册， 该

手册包含 ５２３ 个 ４ 位数行业， 根据不同的企业规模、 工艺流程、 末端处理技术等提

供了相应不同的污染物产生及排放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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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界定， 参照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９） 的方法， 将外资持

股比例低于 ２５％的企业归为本土企业， 其余归为外商投资企业。 在外商投资企业

中， 当外资持股比例在 ２５％至 ９５％之间， 本文将其定义为合资企业， 高于 ９５％者

为外商独资企业。

三、 实证结果

（一） 基准模型实证结果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１ 所示， 第 （１）、 第 （２） 和第 （３） 列中 ＦＳ 为合资

企业水平溢出， 第 （４）、 第 （５） 和第 （６） 列中 ＦＳ 为外商独资企业水平溢出。
在各列估计结果中， 倍差法关键变量 （ＣＰ×Ｐｏｓｔ） 系数均显著为正， 即清洁生产对

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整体上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理论假设 １ 得到证实。 但

是， 显著水平较弱， 且系数均较小， 说明在考察期内， 总体而言清洁生产带来的积

极作用比较有限。 这意味着考察期内， 清洁生产带来的正向效应 （包括创新补偿

效应与产品间资源优化配置效应之和） 仅稍强于负向的成本遵从效应。
合资企业水平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

用， 但外商独资企业水平溢出效应则显著为负， 这证实了理论假设 ３， 即合资企业

由于与本土企业有着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发挥了更积极的技术溢出和环境溢出效

应， 从而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而外商独资企业

相对本土同行企业较强的竞争力带来的负向作用超过了其相对较小的正向溢出作

用， 进而导致其对同行业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接着， 重点关注清洁生产与 ＦＤＩ 水平溢出的交互项， 对于合资企业水平溢出，

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清洁生产与合资企业水平溢出产生了显著的协

同效应， 促进了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改善。 而对于外商独资企业溢出， 系数

不显著， 说明清洁生产与外商独资企业溢出并未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 因此， 假

设 ４ 得以验证。 这主要是由于合资企业更突出的正向溢出效应增强了清洁生产的创

新补偿效应， 放大了产品间资源优化配置效应， 同时弱化了成本遵从效应； 由于清

洁生产企业在研发投入、 机器设备更新、 人才引进和培养上更具优势， 更好地吸收

了 ＦＤＩ 技术溢出和环境溢出， 从而二者对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表现出显著为正的协

同作用。 但外商独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突出的负向溢出效应导致其与清洁生产并未产

生显著的协同效应。 因此， 加强清洁生产企业与合资企业的合作， 同时注意外商独

资企业较高市场竞争力对本土企业的挤占效应非常关键。 结论表明， 虽然清洁生产

对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直接促进作用较小， 但是清洁生产可以通过增强合资

企业水平溢出的正向效应， 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外商独资企业水平溢出的负向效

应， 进而间接提升本土企业绿色技术复杂度。
关注其他控制变量， 企业员工工资加福利费代理的企业人力资本对企业出口绿

色技术复杂度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表明企业人力资本对企业的出口绿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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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度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主要是由于较高的人力资本有助于企业生产率的

提高， 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出口比较优势， 有利于推广绿色技术， 进而促进了企业出

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提升。 企业规模的系数为正， 且显著， 表明企业规模越大有利于

助推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提高， 这可能是由于企业规模扩大带来了规模经济，
有利于企业成本下降， 并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 扩大了企业出口优势。 企业的

经营年限和企业流动比率对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影响均不显著。

表 １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项目
合资企业水平溢出 外商独资企业水平溢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常数

ＣＰ×Ｐｏｓｔ

ＦＳ

ＣＰ×Ｐｏｓｔ×ＦＳ

ｌｎＷａｇｅ

ｌｎＳｉｚｅ

ｌｎＡｇｅ

ｌｎＣｒｕＲ

固定效应

Ｒ２

观测值

１􀆰 ２５４∗∗∗ －１􀆰 ４８８ －０􀆰 ３７６∗∗∗ －０􀆰 ２０９∗∗∗ ０􀆰 ２６６∗∗∗ ２􀆰 ２３４∗

（５􀆰 １２８） （－１􀆰 １３０） （－３􀆰 ６８８） （－３􀆰 ８２９） （６􀆰 ５４９） （１􀆰 ８９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２􀆰 ０２８） （１􀆰 ９０４） （１􀆰 ９８０） （１􀆰 ８９５） （１􀆰 ９６６） （１􀆰 ８８６）
０􀆰 １４８∗∗∗ ０􀆰 １６９∗∗∗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２∗∗∗

— （６􀆰 ８９１） （６􀆰 ４２５） — （－５􀆰 ９１５） （－５􀆰 ６２３）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２— — （５􀆰 ９３８） — — （１􀆰 ４３９）

０􀆰 ４２６∗∗∗ ０􀆰 ４４７∗∗∗ ０􀆰 ４６９∗∗∗ ０􀆰 ４６５∗∗∗ ０􀆰 ４３９∗∗∗ ０􀆰 ４５８∗∗∗

（６􀆰 ５８２） （６􀆰 ７２９） （６􀆰 ２０５） （６􀆰 ３９４） （６􀆰 ２８４） （６􀆰 ５３６）
０􀆰 １９８∗∗∗ ０􀆰 １９２∗∗∗ ０􀆰 ２１２∗∗∗ ０􀆰 ２４５∗∗∗ ０􀆰 ２５０∗∗∗ ０􀆰 ２５４∗∗∗

（３􀆰 ６２７） （４􀆰 １４５） （４􀆰 ５７３） （４􀆰 ０２６） （４􀆰 ９８１） （４􀆰 ２９７）
０􀆰 １２４ ０􀆰 １５１ ０􀆰 １８４ ０􀆰 １３５ ０􀆰 １４７ ０􀆰 １４９

（１􀆰 ３７１） （０􀆰 ７６６） （１􀆰 ４９２） （１􀆰 １７５） （１􀆰 ２３６） （０􀆰 ８９５）
０􀆰 ０６７ ０􀆰 ０９１ ０􀆰 ０８８ ０􀆰 １０５ ０􀆰 １３２ ０􀆰 １３３

（０􀆰 ５６５） （１􀆰 ２８０） （０􀆰 ９９７） （１􀆰 ３０７） （０􀆰 ９７１） （１􀆰 ０７２）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０􀆰 ３６６ ０􀆰 ３６９ ０􀆰 ３７２ ０􀆰 ３０１ ０􀆰 ２９４ ０􀆰 ３２４

３０７ ７３４ ３０７ ７３４ ３０７ ７３４ ３０７ ７３４ ３０７ ７３４ ３０７ ７３４

注： 括号内为 ｔ 值， ∗、 ∗∗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下表同。

在基准模型实证检验的基础上， 通过构造虚假的处理组来进行安慰剂检验， 将

与每个实施清洁生产的企业相同行业且年销售额最接近的非清洁生产企业作为处理

组， 其他非清洁生产企业为对照组。 结果显示， 倍差法关键变量 （ＣＰ×Ｐｏｓｔ） 均不

显著， 三重交互项 （ＣＰ×Ｐｏｓｔ×ＦＳ） 也均不显著， 这与基本回归结果不同， 说明

表 １的结论确实是由清洁生产引起的， 安慰剂检验证明模型的正确性。

（二） 异质性分析

上文从总体上考察了清洁生产与 ＦＤＩ 溢出的协同效应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

复杂度的影响效应， 但是没有区分行业特征和企业属性的异质性。 为了能够更好地

理解清洁生产与 ＦＤＩ 溢出的协同效应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有必

要分析不同行业特征或企业属性情况下， 清洁生产与 ＦＤＩ 溢出的协同效应对本土企

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差异。 故此， 本文将从行业污染密集度和企业融资约

束水平两方面， 探究清洁生产与 ＦＤＩ 溢出的协同效应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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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行业污染密集度异质性

Ｃｏｌｅ 和 Ｅｌｌｉｏｔｔ （２００７） 认为企业在污染强度更高的行业中， 环境规制政策带来

的压力也更大的。 很明显， 面临更大压力下， 污染强度更高行业将可能有更大的动

力提高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 因此， 清洁生产可能会对不同污染强度行业的企业产

生差异性的影响作用。
本文采用如下方法计算各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首先， 计算各个两位数行业污

染物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 其次， 对各产业污染物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值进行标准

化处理。 再次， 将各类污染排放得分等权重加权平均即可求得各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值， 选取 ＳＯ２和 ＣＯＤ 作为主要的污染物进行测定。 按照各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值，
将污染排放强度位于高位 １ ／ ３ 的行业定义为高污染行业组， 位于低位 １ ／ ３ 的为低污

染行业组， 其余为中污染密集度组。 表 ２ 报告的结果可以看到， 高污染密集度行业

组， 清洁生产对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 但在低污染密集

度行业组， 清洁生产对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无显著影响， 仅在中污染密集度行

业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在高污染密集度行业组， 清洁生产带来的成

本遵从效应过高， 大于创新补偿效应和产品间资源优化配置效应之和， 不利于企业

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提升； 而在低污染密集度行业组， 因为相对较小的压力， 前端

环境治理带来的创新压力和产品间资源优化配置的动力较小， 导致对企业出口绿色

技术复杂度无显著影响。 另外， 在高污染和低污染密集度行业组， 清洁生产与合

资、 独资企业水平溢出的协同效应也均不显著； 而在中污染密集度组， 清洁生产与

外资企业水平溢出均产生了显著为正的协同效应。 这主要原因在于， 中污染密集度

行业组中， 清洁生产企业面临比低污染组更大的环境压力， 导致它们更积极主动地

向外资同行企业学习； 而在高污染密集度行业， 由于本土企业过高的成本支出， 阻

碍了其对 ＦＤＩ 溢出的吸收。

表 ２　 行业污染密集度异质性检验

项目

高污染密集度行业组 中污染密集度行业组 低污染密集度行业组

合资企业
水平溢出

独资企业
水平溢出

合资企业
水平溢出

独资企业
水平溢出

合资企业
水平溢出

独资企业
水平溢出

ＣＰ×Ｐｏｓ

ＦＳ

ＣＰ×Ｐｏｓｔ×ＦＳ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Ｒ２

观测值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４􀆰 ６９５） （－３􀆰 ６３０） （４􀆰 ２６９） （３􀆰 ７２８） （１􀆰 ４３６） （－１􀆰 ０２９）

０􀆰 １５２∗∗∗ －０􀆰 ０４６∗∗∗ ０􀆰 １４４∗∗∗ －０􀆰 ０３５∗∗∗ ０􀆰 １８４∗∗∗ －０􀆰 ０７７∗∗∗

（５􀆰 ４３３） （－５􀆰 ２７１） （５􀆰 １８９） （－３􀆰 ２０４） （６􀆰 １９０） （－５􀆰 ８１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３

（１􀆰 ０２９） （０􀆰 ４２０） （８􀆰 ６４１） （３􀆰 ０６９） （１􀆰 ２８３） （１􀆰 ０２９）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３４８ ０􀆰 ３６６ ０􀆰 ３２４ ０􀆰 ３２７ ０􀆰 ３３９ ０􀆰 ３５４

１０２ ５７８ １０２ ５７８ １０２ ５７８ １０２ ５７８ １０２ ５７８ １０２ 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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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异质性

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和吸收 ＦＤＩ 溢出均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 因此， 企业融资约

束水平不同， 将影响到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和对 ＦＤＩ 溢出的吸收， 进而影响企业出口

绿色技术复杂度。 与欧定余和魏聪 （２０１６） 一样， 本文使用应收账款净额占总资

产比重来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 阳佳余 （２０１２） 认为， 应收账款是产品赊账

产生的商业信用在企业会计账户中的体现， 该值越大说明企业越有可能成为商业信

贷供给方， 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 本文将融资约束程度位于高位 １ ／ ３ 的企

业定义为高融资约束组， 其他企业为低融资约束组。
从表 ３ 报告的结果可以看到， 在高融资约束组， 倍差法关键变量 （ＣＰ×Ｐｏｓｔ）

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高融资约束组的清洁生产抑制了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提

升； ＦＤＩ 溢出效应均不显著， 清洁生产与 ＦＤＩ 溢出的各交互项也均不显著。 在低融

资约束组， 清洁生产促进了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提高， 且合资企业溢出指标及

其与清洁生产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 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这主要是因为： 首

先， 从清洁生产的角度来看， 实施清洁生产需要较多的资金， 尤其是创新补偿机制

和产品间资源优化配置效应的发挥更需要较多的资金支持才能实现， 在低融资约束

组， 由于资金较容易得到解决， 清洁生产的创新补偿机制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产品

间资源优化配置效应也能得到一定的提升。 其次， 融资约束导致本土企业对 ＦＤＩ 溢
出的吸收能力受损。 本土企业吸收能力是 ＦＤＩ 正外部性的先决条件， 融资约束将导

致技术采用的扭曲和要素投入的配置不当， 较高融资约束的企业吸收能力受到较大

程度的限制， ＦＤＩ 的正向溢出受到了抑制。 具体来说， 第一， 更高的融资约束扭曲

了外国技术采用的收益。 采用新工艺或新技术总是需要预先支付固定成本， 这种固

定成本可以是学习上的投资， 也可以是租用或购买技术专利、 许可证等方面的投

资。 只有当新技术节省的成本抵消了这些初始投资成本时， 采用技术才具有经济可

表 ３　 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异质性检验

项目

高融资约束组 低融资约束组

合资企业
水平溢出

独资企业
水平溢出

合资企业
水平溢出

独资企业
水平溢出

ＣＰ×Ｐｏｓ

ＦＳ

ＣＰ×Ｐｏｓｔ×ＦＳ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Ｒ２

观测值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９∗∗∗

（－２􀆰 ９７７） （－２􀆰 ４３６） （２􀆰 ２９２） （３􀆰 ０２７）
０􀆰 １４５ ０􀆰 ０３４ ０􀆰 １１５∗∗∗ －０􀆰 ００３∗∗

（０􀆰 ９７４） （１􀆰 ２８９） （３􀆰 ０６４） （－２􀆰 １５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８

（０􀆰 ６２２） （１􀆰 １６４） （３􀆰 ５２９） （－１􀆰 ３７０）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３１７ ０􀆰 ３２２ ０􀆰 ３０６ ０􀆰 ３１３

１０２ ５７８ １０２ ５７８ ２０５ １５６ ２０５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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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 企业可能需要借款来投资这些前期项目， 因此， 对于面临更高融资约束的企

业来说， 初始成本自然会更高。 这可能导致资金紧张的企业发现采用外国技术在经

济上是不可行的。 此外， 即使它们采用了这些技术， 它们所获得的效率收益也可能

会落后于那些面临较低资金约束的同行。 第二， 不均衡的融资约束会错配经济中的

要素投入。 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的分配最终会偏向于拥有较强政治关系的国内企

业， 而不一定是那些边际要素生产率最高的企业， 这种配置不当也抑制了高融资约

束企业对 ＦＤＩ 溢出的吸收。

四、 进一步的研究

（一） 考虑 ＦＤＩ 水平溢出效应分解项的检验

为进一步了解异质性的 ＦＤＩ 溢出对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差异性的原因，
本文将 ＦＤＩ 水平溢出进行分解。 已有文献表明 ＦＤＩ 水平溢出一般可以分成竞争效

应、 示范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 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 本文主要考虑竞争效应和人

员流动效应。 本文在韩嫣和武拉平 （２０２０） 的方法基础上， 首先将合资企业或外

商独资企业加入赫芬达尔指数中， 从而将异质性的 ＦＤＩ 竞争效应从水平溢出中分解

出来。

ＨＨＩＪＶ ｊ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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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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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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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８） 中， ＨＨＩＪＶ 和 ＨＨＩＷＦＯ 分别为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带来的竞争效应，
ＳａｌｅＪＶ和 ＳａｌｅＷＦＯ分别是合资、 外商独资企业的销售额。 人员流动效应最理想的衡量

手段就是通过企业与人员匹配数据进行分析，， 由于数据难以获得， 参照 Ｊｕｄｅ
（２０１５） 的方法， 采用相应外企就业人数占比衡量人员流动效应。 一般而言， 外企

就业人数越多， 越容易发生外企人员向其他企业流动的情况， 产生人员流动效应。
因此有：

ｌａｂＪＶ ｊｔ ＝ ∑
ｉ∈ｎｊｔ

ＬＪＶ
ｉｊｔ ／∑ ｉ∈Ｎｊｔ

Ｌｉｊｔ ， ｌａｂ ＷＦＯ ｊｔ ＝ ∑
ｉ∈ｎｊｔ

ＬＷＦＯ
ｉｊｔ ／∑ ｉ∈Ｎｊｔ

Ｌｉｊｔ （９）

式 （９） 中， ｌａｂＪＶ 和 ｌａｂＷＦＯ 分别为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带来的人员流动效

应， ＬＪＶ和 ＬＷＦＯ分别是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的就业人数， Ｌｉｊｔ为两位数行业 ｊ 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就业人数。 从表 ４ 报告的结果可以看到， 合资企业的竞争效应系数虽然为负，
但是不显著； 而外商独资企业的竞争效应系数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为负。 这说明外

资企业较强的竞争力， 在优质生产要素、 优秀人才和高收益市场方面与本土企业展

开激烈竞争， 对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产生了负向影响； 而由于合资企业与内资企业

相对较紧密的合作关系， 竞争效应带来的负向作用较小， 但外商独资企业的竞争效

应的负向作用则较显著。 对于人员流动效应， 合资企业溢出效应显著为正， 但外商

独资企业溢出效应不显著， 这主要是由于合资企业更容易通过人员流动向内资企业

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而外商独资企业为了维持自己较强的竞争力， 往往在人员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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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较强的限制， 而且可能反而从本土企业中吸引有较高人力资本积累的员工， 导

致外商独资企业的人员流动效应不显著。 清洁生产与合资企业竞争效应、 人员流动

效应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且分别为 ０􀆰 ０３３ 和 ０􀆰 ０４７， 这说明清洁生产与合资

企业的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均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 但与外商独资企业竞争

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 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前文的分析

结论。

表 ４　 清洁生产与 ＦＤＩ水平溢出效应分解项的协同效应检验

项目
竞争效应 人员流动效应

合资企业溢出 外商独资溢出 合资企业溢出 外商独资溢出

ＣＰ×Ｐｏｓ

ＦＳ

ＣＰ×Ｐｏｓｔ×ＦＳ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Ｒ２

观测值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２∗

（１􀆰 ８５８） （１􀆰 ９１４） （２􀆰 ０９１） （１􀆰 ９８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６８∗∗∗ ０􀆰 １７３∗∗∗ ０􀆰 ０３９

（－０􀆰 ９９２） （－６􀆰 ４１６） （４􀆰 ４６９） （１􀆰 ２３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４

（４􀆰 ７６５） （１􀆰 ４９８） （３􀆰 ８２５） （０􀆰 ８２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３０４ ０􀆰 ３２９ ０􀆰 ２８８ ０􀆰 ２９１

３０７ ７３４ ３０７ ７３４ ３０７ ７３４ ３０７ ７３４

（二） 考虑 ＦＤＩ 垂直溢出的异质性作用

前文考虑了 ＦＤＩ 的水平溢出， 进一步考虑异质性 ＦＤＩ 的垂直溢出效应。 首先，
构建 ＦＤＩ 垂直溢出指标：

ＢＦＳＪＶ ｊｔ ＝ ∑ ｋ≠ｊ
α ｊｋＨＦＳＪＶｋｔ ， ＦＦＳＪＶ ｊｔ ＝ ∑ ｋ≠ｊ

γ ｊｋＨＦＳＪＶｋｔ （１０）

ＢＦＳＷＦＯ ｊｔ ＝ ∑ ｋ≠ｊ
α ｊｋＨＦＳＷＦＯｋｔ ， ＦＦＳＷＦＯ ｊｔ ＝ ∑ ｋ≠ｊ

γ ｊｋＨＦＳＷＦＯｋｔ （１１）

式 （１０） 和式 （１１） 中， ＢＦＳＪＶ 是合资企业后向溢出， ＦＦＳＪＶ 为合资企业前

向溢出； ＢＦＳＷＦＯ 是独资企业后向溢出， ＦＦＳＷＦＯ 为独资企业前向溢出。 后向溢出

反映的是外资企业与地方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而前向溢出反映的是外资企业作为供

应商产生的与地方企业的关系。 α ｊｋ为后向关联系数， 是两位数行业 ｊ 向 ｋ 行业提供

的产品占 ｊ 行业工业销售总值的比重， 也即是投入产出分析中所谓的行业分配系

数。 γ ｊ ｋ为前向关联系数， 是两位数行业 ｊ 向 ｋ 行业购买的产品占 ｊ 行业工业销售总

值的比重， 也即是投入产出分析中所谓的行业直接消耗系数。 从表 ５ 报告的结果可

以看到， 无论合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 后向溢出系数均显著为正， 但是前向溢

出均不显著， 这表明外资企业通过购买本土上游企业 （后向联系） 的产品作为中

间投入品均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清洁生产与合资企业

的前向、 后向溢出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 但与外商独资企业， 仅和其后向溢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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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显著的协同效应， 且协同效应较小， 这说明实施清洁生产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吸收

合资企业的前向、 后向溢出， 与其形成了显著的协同作用。

表 ５　 清洁生产与 ＦＤＩ垂直溢出的协同效应检验

项目
合资企业溢出 外商独资企业溢出

前向溢出 后向溢出 前向溢出 后向溢出

ＣＰ×Ｐｏｓ

ＦＳ

ＣＰ×Ｐｏｓｔ×ＦＳ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Ｒ２

观测值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３∗

（１􀆰 ８５８） （１􀆰 ９１４） （１􀆰 ８７６） （１􀆰 ９７３）
０􀆰 ０５３ ０􀆰 ２０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９９∗∗∗

（１􀆰 ３０９） （７􀆰 ２９４） （１􀆰 ０２７） （４􀆰 １２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９５∗∗∗ －０􀆰 ０７４ ０􀆰 ００６∗∗∗

（４􀆰 ８６３） （６􀆰 ６０４） （－１􀆰 ２８８） （２􀆰 ８４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０􀆰 ３６７ ０􀆰 ３４９ ０􀆰 ３３７ ０􀆰 ３８１

３０７ ７３４ ３０７ ７３４ ３０７ ７３４ ３０７ ７３４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测度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 利用独特的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五批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的企业名单， 考察了前向环境治理手段———
清洁生产与异质性 ＦＤＩ 溢出的协同效应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作

用。 研究结果表明， 清洁生产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整体上表现出微弱的

正向作用， 合资企业水平溢出与清洁生产的协同效应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出口绿色

技术复杂度， 原因在于合资企业水平溢出有利于加强清洁生产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

和产品间资源优化配置效应， 降低成本遵从效应； 实施清洁生产的企业更容易吸收

合资企业水平溢出效应， 外商独资企业水平溢出与清洁生产却无显著的协同作用。
协同效应对低融资约束、 中污染密集度企业的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有更突出的影响

作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清洁生产与合资企业的人员流动效应， 前、 后向溢出均产

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 本文发现， 虽然清洁生产对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直接

促进作用较小， 但是清洁生产可以通过增强合资企业溢出的正向效应， 并弱化外商

独资企业溢出的负向效应这一间接渠道提升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
本文研究蕴含的政策含义： 第一， 出口企业要注意提升出口产品的绿色技术复

杂度， 可以着重从生产过程绿色化， 中间投入品绿色化等角度入手， 构建环保、 绿

色的企业生产理念， 积极与优秀的外资企业展开合作， 加强学习， 以提升企业的出

口绿色竞争力。 第二， 清洁生产作为一种重要的前端环境治理工具， 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推广， 尤其是对于中污染密集度行业， 加大实施清洁生产的力度， 扩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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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面， 一方面可以发挥清洁生产的直接作用， 另一方面有利于其与 ＦＤＩ 的溢出形成

协同效应， 进而助推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提升。 第三， 对待外资企业， 不能采

取 “一刀切” 的态度。 在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 要注重引资的质量，
引入更多绿色、 环保的外资。 政府要鼓励外商构建中外合资企业， 加强本土企业与

合资企业的合作， 尤其要加强清洁生产企业与合资企业的互动， 以促进其与合资企

业溢出形成协同效应。 同时， 需注意外商独资企业较高竞争力对本土企业的市场挤

出效应和对国内优质生产要素尤其是人才的争夺效应。 第四， 政府和金融部门要给

予实施清洁生产的企业更多的资金支持， 帮助其拓宽融资渠道， 缓解融资约束， 这

有助于清洁生产通过直接渠道和与 ＦＤＩ 溢出形成协同效应这一间接渠道发挥对企业

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 第五， 清洁生产企业应根据实际需要， 积极吸引

有外企工作经历的就业人员。 同时， 与外资企业建立良好的上下游关系， 一方面，
积极为外资企业做好配套服务， 另一方面可以选择绿色、 环保且高质量的外资企业

尤其是合资企业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 以更好地获得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１］安慧彦， 姚慧琴 􀆰 环境规制强度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基于西部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Ｊ］ ． 管

理学刊， ２０２０（３）： ２７－３７􀆰

［２］韩嫣， 武拉平 􀆰 ＦＤＩ 对中国农业企业创新溢出效应的分解———基于吸收能力的门槛回归分析［ Ｊ］ ． 国际贸

易问题， ２０２０（８）： １３２－１４６􀆰

［３］康志勇， 张宁， 汤学良， 等 􀆰 “减碳” 政策制约了中国企业出口吗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８ （ ９）：

１１７－１３５􀆰

［４］欧定余， 魏聪 􀆰 融资约束、 政府补贴与研发制造企业的生存风险［Ｊ］ ． 经济科学， ２０１６（６）： ６３－７４􀆰

［５］阳佳余 􀆰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 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Ｊ］ ． 经济学（季刊）， ２０１２（４）：

１５０３－１５２４􀆰

［６］张彩云， 王勇， 李雅楠 􀆰 生产过程绿色化能促进就业吗———来自清洁生产标准的证据［ Ｊ］ ．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７（３）： １３１ – １４６􀆰

［７］张慧玲， 盛丹 􀆰 前端污染治理对我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Ｊ］ ． 经济评论， ２０１９ （１）： ７５ – ９０􀆰

［８］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 Ｄ， ＣＡＶＥＳ Ｋ， ＦＲＡＺＥＲ Ｇ􀆰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

ｒｉｃａ， ２０１５， ８３（６）： ２４１１－２４５１􀆰

［９］ＡＬＢＯＲＮＯＺ Ｆ， ＣＯＬＥ Ｍ，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Ｒ， ＥＲＣＯＬＡＮＩ Ｍ􀆰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Ｊ］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

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９， ３２（１）： １３６－１６３􀆰

［１０］ＡＬＢＯＲＮＯＺ Ｆ， ＣＯＬＥ Ｍ，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Ｒ， ＥＲＣＯＬＡＮＩ Ｍ􀆰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１４６： １５０－

１６３􀆰

［１１］ＡＮＧＲＩＳＴ Ｊ， ＰＩＳＣＨＫＥ Ｊ􀆰 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ｆｒｏｍ Ｃａｕｓｅ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Ｍ］．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１２］ ＢＡＲＲＯＷＳ Ｇ， ＯＬＬＩＶＩＥＲ Ｈ􀆰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ｉｘ，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４５，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１３］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 ＪＥＮＳＥＮ Ｊ􀆰 Ｗｈｙ Ｓｏｍｅ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４， ８６

（２）： ５６１－５６９􀆰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管理学



－１５２　　 －

［１４］ＣＯＬＥ Ｍ，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Ｒ􀆰 Ｄ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ｓｔ Ｊｏｂｓ？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Ｋ［Ｊ］ ． Ｔｈｅ

Ｂ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７， ７ （１）： １ – ２５􀆰

［１５］ＣＯＳＴＡＮＴＩＮＩ Ｖ， ＣＲＥＳＰＩ 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Ｊ］ ． 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６６（２）： ４４７－４６０􀆰

［１６］ＤＯＮＧ Ｙ， ＳＨＡＯ Ｓ， ＺＨＡＮＧ Ｙ􀆰 Ｄｏｅｓ ＦＤＩ Ｈａ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ｎｅｒ⁃

ｇｙ－ｂｉａ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２３４： ４３６－４５０􀆰

［１７］ＦＥＮＧ Ｙ， ＷＡＮＧ Ｘ， ＤＵ Ｗ，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ＤＩ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２３５： ２１０－２２４􀆰

［１８］ＧＡＯ Ｙ， ＹＡＯ Ｘ， ＷＡＮＧ Ｗ， ＬＩＵ Ｘ􀆰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ＳＧＥ

Ｍｏｄｅ［Ｊ］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 ３０（７）： １２７５－１２９０􀆰

［１９］ＨＡＲＲＩＳ Ｍ， ＫＯＮＹＡ Ｌ， ＭＡＴＹＡＳ 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ｌｏｗｓ： ＯＥＣＤ，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Ｊ］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２， ２５（３）： ３８７－４０５􀆰

［２０］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Ｒ􀆰 ＨＷＡＮＧ Ｊ， ＲＯＤＲＩＫ Ｄ􀆰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Ｅｘｐｏｒ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２００７， １２：

１－２５􀆰

［２１］ＨＥＲＩＮＧ Ｌ， ＰＯＮＣＥＴ 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６８（２）： ２９６－３１８􀆰

［２２］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Ｂ􀆰 Ｄｏ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Ｊ］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４， ９４（３）： ６０５－６２７􀆰

［２３］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Ｂ， ＳＰＡＲＡＲＥＡＮＵ Ｍ􀆰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Ｄｏｅｓ Ｌｏ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８５（１）： １９４－２１７􀆰

［２４］ＪＵＤＥ 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ＦＤＩ􀆰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Ｊ］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０１６， ３９（１２）： １９４７－１９７３􀆰

［２５］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Ｊ， ＰＥＴＲＩＮ 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３， ７０（２）： ３１７－３４１􀆰

［２６］ＬＩ Ｃ， ＬＵ Ｊ􀆰 Ｒ＆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４７ （２）： ２３４－２４４􀆰

［２７］ＬＩＵ Ｑ， ＬＵ Ｒ， ＹＡＮＧ 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９（６）： １－２４􀆰

［２８］ＰＯＲＴＥＲ Ｍ 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Ｇｒｅ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１９９１， ２６４（４）： ９６􀆰

［２９］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Ｐ， ＲＵＢＩＮ 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Ｊ］ ．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ｋａ， １９８３， ７０（ １）： ４１－５５􀆰

［３０］ＳＭＩＴＨ ＪＡ， ＴＯＤＤ ＰＥ􀆰 Ｄｏｅｓ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ＬａＬｏｎｄｅ􀆳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Ｎ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１３（１）： １－２４􀆰

［３１］ＶＡＮ ＲＥＥＮＥＮ Ｊ， ＹＵＥＨ Ｌ􀆰 Ｗｈｙ Ｈ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ｎ ｓｏ Ｆａｓ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

ＣＥＰ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 ２０１２， １１２１􀆰

［３２］ＺＨＵ Ｈ， ＤＵＡＮ Ｌ， ＧＵＯ Ｙ， ＹＵ Ｋ􀆰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Ｄ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ＳＥＡＮ－ ５：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ｎｅｌ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２０１６， （ ５８）：

２３７－２４８􀆰

［３３］ＺＨＡＮＧ Ｙ， ＣＵＩ Ｊ， ＬＵ Ｃ􀆰 Ｄｏ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

ｃｈａｒｇ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２０， ６１（６）： １０１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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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ｄ⁃ｏｆ⁃ｐｉｐ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ＤＩ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ｅｓ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ＬＡＩ Ｙｏｎｇｊｉａｎ， ＨＥ Ｘｉａｎｇｍ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３３００９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ｓｉｎｇ ｕｎｉｑｕｅ ｄａｔａ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ｆｉｖｅ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ｌ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ｕｄｉｔ ａｎｄ ａｃ⁃
ｃｅｐｔｅｄ ｂ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２􀆰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ＦＤＩ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ｗｅａｋ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ａｓ ａ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ｌｏ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ＷＦＯ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ｏｆ⁃ｐｉｐ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

（责任编辑　 刘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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